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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城市圈湿地受损程度识别及驱动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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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1995-2015年的5期土地利用数据和连续时间序列的水体数据集，探究武汉城市圈湿

地受损程度及其对应的水体变化特征，并使用Logistic模型进一步揭示湿地受损的驱动机制。

结果表明：（1）1995-2015 年，武汉城市圈湿地面积呈先增加后减少的趋势，其面积减少了

665.15 km2。湿地受损区域大多分布在武汉市、黄陂县、仙桃市等，主要是由建设用地、旱地侵

占湿地引起的；湿地恢复区域大多分布在仙桃市、武汉市，主要表现为由水田向功能湿地转

变。（2）20年来，湿地的变化与其水体的退化或增长变化特征相似，即湿地受损区的水体面积减

少，湿地恢复区的水体面积增加。（3）Logistic回归表明，建设用地、降雨、GDP是影响湿地受损

风险的主要因子，其中人类活动是湿地受损的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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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地是陆地与水体共同作用形成的一种生态系统[1-2]，不仅能够为许多动植物提供栖

息地，同时在蓄洪防旱、调节气候、分解污染物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3-4]。近年来，由于

全球气候变化以及人类活动的影响，湿地生态系统在空间和类型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湿地状况总体呈退化趋势[5-6]。因此，科学认知湿地景观的演变规律，并进一步探究湿地

退化的驱动因素，对于湿地生态系统保护、科学管理与规划具有重要意义。

遥感技术由于其覆盖范围大、重访周期短、空间分辨率高等优势，已成为湿地资源

调查与动态变化监测的重要手段[7-8]。湿地景观演变及其驱动因素分析是遥感应用研究的

热点之一。Sica等[9]研究了阿根廷帕兰河下游三角洲的土地利用变化对湿地退化的影响，

并对湿地退化的驱动因子进行分析。Ballanti等[10]使用多时相遥感影像和面向对象方法，

分析尼斯夸利河三角洲的湿地信息的时空变化。国内学者针对湿地景观的研究起步较

晚，但也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毛德华等[11]对东北地区的湿地景观演变进行分析，并

探究了气候因素和人类活动因素对湿地变化的影响。吕金霞等[12]基于土地利用遥感解译

数据，分析了京津冀地区湿地景观演变及其驱动因素。宫宁等[13]使用地理加权回归和遥

感解译数据，探究了1978-2008年间中国湿地变化的驱动机制。马学垚等[14]分析了6个时

期长江三角洲滨海湿地景观变化，并进一步探究了湿地变化的驱动因素。

武汉城市圈处于长江中下游[15]，湿地资源丰富，其中武汉市更是有“千湖之城”的

美誉。然而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武汉城市圈的湿地状况呈退化趋势[16-17]。以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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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多着重于湿地类型的时空变化，对于武汉城市圈湿地资源受损程度及其对应湿地

受损区的水体演变规律认知不够，同时湿地退化的驱动机制研究大多停留在定性分析阶

段。武汉城市圈致力于资源节约型与环境友好型的城市发展道路[18]，科学认知研究区湿

地景观时空演变及其驱动机制，对武汉城市圈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使用

1995-2015年的五期土地利用数据研究武汉城市圈湿地时空格局演变及其受损程度类型，

综合连续时间序列的水体数据集探究湿地退化与恢复所对应的水体变化规律，并利用Lo-

gistic回归模型分析湿地受损的驱动机制，以期为城市湿地的保护与管理提供数据支撑。

1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1.1 研究区域概况

武汉城市圈地理位置是29°2′~31°51′N、112°30′~116°7′E，位于湖北省的东部，三面

环山，西部和中部区域为辽阔的江汉平原[19]。研究区以武汉市为中心，向周边辐射，包

含周边的黄石、黄冈、咸宁、鄂州、孝感、潜江、仙桃、天门8个城市，即武汉“1+8”

城市圈。作为国家综合改革示范区，武汉城市圈在中国经济发展中有着十分重要的作

用，不仅是带动湖北省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也是中部经济振兴的战略支点。地貌类型

以平原为主，依次为丘陵、山地 [20]，区域内湿地资源丰富，不仅有长江和汉江穿过境

内，同时也分布着众多湖泊、水库坑塘、沼泽地等。全区属于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

全年四季分明，光照充足，年平均温度为16~18 ℃，其中夏季闷热、冬季湿冷；年平均

降雨量为1130~1600 mm，其中夏季降雨量最大。近年来，随着“中部崛起”战略的逐步

实施，围湖造田、环境污染、资源浪费等问题对武汉城市圈湿地构成了严重威胁，开展

湿地景观格局演变研究，对于城市湿地生态安全与保护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1.2 数据来源及处理

本文收集了 1995年、2000年、2005年、2010年、2015年的土地利用数据，数据来

源于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数据中

心 （http://www.resdc.cn），该数据是

基于 Landsat 影像进行目视解译生产

的，空间分辨率为 30 m，数据的分

类精度达 91.2%[21]。参照《全国湿地

资源调查与技术规程》，将武汉城市

圈的湿地归为河流、湖泊、沼泽地、

滩地、水库坑塘和水田 6种类型，其

中河流、湖泊、沼泽地、滩地属于自

然湿地，水田和水库坑塘属于人工湿

地。基于土地利用数据，绘制 5个时

相的湿地空间分布图，用于分析

1995-2015年的湿地时空格局变化。

水体是湿地生态系统的基本要素

之一，本文使用连续时间序列的水体

数据集分析湿地退化与恢复所对应的
图1 武汉城市圈地理位置及行政区划

Fig. 1 Location of Wuhan Urban Agglomeration and the main c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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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体年际变化。由于收集的土地利用数据是每5年一期，为此，采用Deng等[18]生产的水

体数据。该数据是使用随机森林方法对1987-2015年武汉城市圈所有的Landsat影像进行

分类生成的，空间分辨率为30 m，水体提取精度在90%以上。本文基于积水频率，将每

年的水体数据进行合成，生产年最大水体淹没图。为了与湿地景观格局分析在时间上保

持一致，选择1995-2015年的年最大水体淹没图分析水体的时空变化特征。

此外，为了进一步揭示湿地退化的原因，分别选择了气象因子、地理环境因子、社

会经济因子作为驱动因素，使用回归拟合的方法，分析影响湿地退化的驱动力。驱动因

子的说明及数据来源如表1所示。

1.3 研究方法

本文从三个层次开展武汉城市圈湿地资源变化的研究。首先，利用1995-2015年5期

土地利用数据，对武汉城市圈的六种湿地类型进行多时相空间制图，并根据湿地类型内

部以及湿地与非湿地之间的时空演变，识别了湿地受损程度的五种类型。然后，使用连

续时间序列的水体数据集，分析不同受损类型区域的水体年际变化，揭示湿地生态系统

内部水体的时间变化特征。最后，基于气象、地理环境、社会经济等驱动因子，使用Lo-

gistic回归模型，探究武汉城市圈湿地受损的驱动机制。具体的流程如图2所示。

1.3.1 湿地受损程度识别

六种湿地类型在生态系统功能方面各有不同。河流、湖泊、沼泽地、滩地属于自然

湿地，能够为多种动植物提供栖息地，具有较高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水库坑塘属于人

工湿地，但武汉城市圈位于长江流域，研究区内分布着许多大型水库，用于抵御干旱、

洪水等自然灾害，因此水库坑塘具有水源涵养、防旱蓄洪的生态功能；水田是农业用地

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属于人工湿地，但已经丧失了大部分生态系统功能。因此，在湿

地生态功能上，自然湿地和水体坑塘的功能价值高于水田湿地，而水田湿地的功能价值

高于非湿地。Mao等[22]认为，湿地转化水田为是湿地受损的一种现象。鉴于此，本文将

河流、湖泊、沼泽地、滩地、水库坑塘归为功能湿地，并对功能湿地、水田、非湿地之

间的相互转化重新归类，从而识别湿地受损程度的5种类型，如表2所示。

1.3.2 湿地受损区的水体年际变化分析

水体是湿地赖以生存的关键元素之一，探究湿地退化或恢复所对应的水体变化特

表1 湿地受损驱动因素及数据来源

Table 1 Driving factors of wetland damage and its data sources

类别

气象因子

地理环境因子

社会经济因子

名称

年平均降雨

年平均温度

DEM

坡度

距主要公路的距离

距主要铁路的距离

距主要河流的距离

建设用地

GDP

人口

单位

mm

℃
m

°

km

km

km

—

103元/km2

102人/km2

数据来源

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数据中心

（http://www.resdc.cn）

地理空间数据云（http://www.gscloud.cn/）

2015年全国矢量边界数据

土地利用数据

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数据中心

（http://www.resd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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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能够更加深层次地认知湿地景观格局

演变规律。本文利用1995-2015年间的武汉

城市圈水体数据集，分别探究保持不变、

轻微受损、严重受损、轻微恢复、明显恢

复5种不同受损程度的湿地区域的水体年际

变化特征。

为了探究湿地受损区域的水体年际变

化，基于年内多时相水体提取结果，通过

计算积水频率生成每年的最大水体淹没范

围。将生成的湿地受损空间分布图，分别

生成5幅对应的湿地受损类型掩模图像，掩

模图像的0值为背景值，1值为相应的湿地受损类型。最后，将5幅掩模图像分别与连续

时间序列的水体数据集进行掩模运算，得到不同湿地受损区域内的水体淹没范围，统计

分析不同湿地受损区内水体面积的变化趋势，从而揭示湿地受损与恢复所对应的水体演

变规律。

1.3.3 湿地受损驱动因素分析方法

Logistic回归是一种广义的线性回归模型，常常用于二分类变量的回归模拟。模型不

直接计算因变量与自变量的线性关系，而是计算因变量发生概率的函数变换值与自变量

之间的线性关系，来构建回归模型，其计算公式如下[23]：

lnæ
è
ç

ö
ø
÷

p
1 - p

= α + β1x1 + β2 x2 +⋯ + βn xn （1）

式中： p 表示 y 取值为1时发生概率，这里对应的是湿地受损发生的概率； x1 , x2 ,…, xn

表示自变量，这里对应10个驱动因子； α是回归方程的截距； β1 , β2 ,…, βn 是回归方程

的斜率。

表2 湿地受损程度类型及其定义

Table 2 Types of wetland damage degree and their definition

湿地受损类型

保持不变

轻微受损

严重受损

轻微恢复

明显恢复

定义

功能湿地→功能湿地

水田→水田

功能湿地→水田

水田→非湿地

功能湿地→非湿地

非湿地→水田

水田→功能湿地

非湿地→功能湿地

图2 技术流程

Fig. 2 Flowchart of the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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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量化武汉市城市圈的湿地受损情况，将 1995-2015年湿地不变的像元值定义为

0，将湿地轻微受损和严重受损的像元定义为1，进而得到研究区的湿地受损图层，并将

此图层定义为 y，将10个驱动因子定义为 x，构建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各个因子对于

湿地退化的影响。此外，为了评估回归模型的拟合精度，研究选择Homsmer-Lemeshow

（简称 HL）指标评估模型性能。一般情况下，如果 HL 的不存在明显的显著性，即 P>

0.05，则模型的拟合精度较好，反之，模型的拟合精度较差[24]。

由于距离较近的样本点之间存在空间自相关，使得拟合的模型存在不稳定性，为

此，采取随机采样方法生成样本点数据集。由于湿地类型不变的面积远远大于湿地受损

的区域的面积，为此按照2∶1的比例分别采集湿地不变（y=0）和湿地受损（y=1）的样

本点，即使用随机采样的方法生成5000个湿地不变类型的样本点和2500个湿地受损类型

的样本点。对于Logistic回归模型，类别样本数量的不均等只会影响模型的常数项，不影

响模型拟合精度和回归系数[25]，因此选择的样本点能够满足模型训练与拟合的要求。

2 结果分析

2.1 武汉城市圈湿地的时空变化特征

通过GIS湿地制图与时空分析发现，武汉城市圈的湿地类型在地理分布上呈明显的

差异性 （图 3）。水田是武汉城市圈面积最大的湿地类型，占 2015 年湿地总面积的

72.57%，主要分布在地势平坦的平原地区，包括武汉市北部、孝感市、黄冈市南部等；

其次是水库坑塘、湖泊，大多分布在武汉市、仙桃市、鄂州市；再次是河流，主要是指

长江及其支流区域；滩地和沼泽地的面积较小，呈零星分布，主要分布在河流、湖泊湿

地周边。总体上，武汉城市圈湿地面积较大，截至2015年，湿地占武汉城市圈行政区域

图3 1995-2015年武汉城市圈湿地空间分布

Fig. 3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wetlands in Wuhan Urban Agglomeration during 1995-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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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41.02%，其中人工湿地为 19723.94 km2，占湿地总面积的 83.14%；自然湿地为

4001.36 km2，占湿地总面积的16.87%。

1995-2015年间，武汉城市圈湿地类型面积统计如图4所示。近20年来，武汉城市圈

湿地面积呈先增加后减少的趋势，其中 1995-2005年间，湿地面积呈增加趋势，至 2005

年的湿地面积最大，较1995年，湿地面积增加了236.47 km2；2005-2015年间，湿地面积

呈退化趋势，至2015年湿地面积最小，较1995年，湿地面积减少了655.15 km2。人工湿

地中，水田面积在减少，面积减少量为1487.63 km2；水库坑塘面积在增加，面积增加量

为 818.19 km2。自然湿地中，河流、滩地面积在增加，面积增加量分别为 79.87 km2、

369.29 km2；湖泊、沼泽地面积在减少，面积减少量分别为422.88 km2、11.99 km2。统计

结果发现，武汉城市圈湿地面积总体呈退化趋势，湿地面积退化主要是由于水田和湖泊

面积减少导致的。

2.2 武汉城市圈湿地受损类型识别

图5绘制了1995-2015年间湿地受损类型的空间分布图。结果表明：武汉市城市圈的

湿地状况在空间上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湿地变化类型主要是轻微受损类型和轻微恢复类

型，严重受损类型和明显恢复类型的面积较小。轻微受损区域主要分布在武汉市的中

部、邻近武汉的孝感市和鄂州市的中心地区，湿地轻微受损主要是由于非湿地侵占水田

引起的，其中建设用地侵占水田面积最大（值为 1122.58 km2）。严重受损区域的面积较

小，主要分布在武汉市的汉口区、武昌区以及黄州市中心等地区，邻近长江沿岸，湿地

严重受损主要表现为建设用地侵占功能湿地（值为171.7 km2）和旱地侵占功能湿地（值

为119.21 km2）。轻微恢复区域主要分布仙桃市，湿地轻微恢复主要是水田转为水库坑塘

（值为730.53 km2）和非湿地转为水田（值为1732.37 km2）引起的。明显恢复区域的面积

较小，主要分布在河流、湖泊附近，主要是旱地转为功能湿地（值为294.75 km2）引起的。

表 3统计了 1995-2015年间武汉城市圈 5种湿地受损类型的面积。结果表明：1995-

2015年间，保持不变的湿地类型面积最大，占1995年湿地总面积的82.57%，依次为轻微

受损、轻微恢复、明显恢复、严重受损，整体上，受损总面积大于恢复总面积。1995-

图4 1995-2015年武汉城市圈湿地面积变化

Fig. 4 The area changes of various wetland types in Wuhan Urban Agglomeration during 1995-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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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间，湿地状况呈改善趋势，其中 2000-2005年间湿地恢复状况明显，湿地面积收

支增加了 479.65 km2。2005-2015年间，湿地状况呈退化趋势，其中 2005-2015年间湿地

类型在空间上变化剧烈，湿地受损与恢复类型面积明显大于其他时间段，湿地面积收支

减少了175.73 km2。总体看来，1995-2015年间，湿地状况呈退化趋势，湿地面积总收支

减少了66.68 km2。

为了进一步揭示研究区湿地受损与恢复的地理分布状况，统计了1995-2015年间武汉

城市圈县级行政单元湿地受损与恢复面积（图6）。在湿地受损方面，武汉市的湿地受损

面积最大，面积为 563.08 km2，占湿地受损总面积的 17.77%；其次是黄陂县、仙桃市、

孝感市，湿地受损面积在140~180 km2之间。在湿地恢复方面，仙桃市、武汉市的湿地恢

复面积较大，恢复面积分别为 408.2 km2和 327.9 km2，分别占恢复总面积的 12.65%和

10.16%；其次是蕲春县、天门市、潜江市、鄂州市、黄陂县，湿地恢复面积在 130~160

km2之间。在湿地受损与恢复收支平衡方面，武汉市、黄陂县、孝感市、大冶市的湿地受

损面积大于湿地恢复面积，两者的面积差大于 20 km2，其中武汉市的湿地退化最为严

图5 1995-2015年间武汉城市圈湿地受损类型空间分布

Fig. 5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wetland damage types in Wuhan Urban Agglomeration during 1995-2015

表3 武汉城市圈湿地受损类型面积统计

Table 3 The area statistics of wetland damage types in Wuhan Urban Agglomeration (km2)

时段/年

1995-2000

2000-2005

2005-2010

2010-2015

1995-2015

轻微受损

103.61

264.167

2819.97

431.13

2813.38

严重受损

25.55

158.19

465.13

69.02

384.49

轻微恢复

193.77

661.84

2609.01

100.85

2781.84

明显恢复

41.20

240.20

500.36

45.80

482.72

保持不变

24069.59

23538.37

20530.37

23550.72

2013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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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受损与恢复的面积差为 235.1820 km2；黄州市、咸宁市、嘉鱼县、通山县、英山县

的湿地受损与恢复面积基本相等；仙桃市、蕲春县、天门市、阳新县、新洲县、汉川县

的湿地恢复面积大于湿地受损面积，两者的面积差大于20 km2，其中仙桃市的湿地恢复

最显著，恢复与受损的面积差为257.53 km2。

2.3 武汉城市圈湿地受损区的水体年际变化特征

水体是湿地生态系统赖以生存的关键性元素之一，在维护湿地生态环境健康与安全

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探究湿地水体的时间变化特性能够进一步揭示武汉城市圈湿

地景观时空演变的实质。图7统计了1995-2015年不同湿地受损类型的水体面积变化，结

果表明，湿地类型保持不变的水体面积最大，至2015年，为其水体面积为2998.59 km2，

占水体的 86.29%，依次是湿地轻微恢复、轻微受损、明显恢复、严重受损的区域内水

图6 1995-2015年间县域湿地受损与恢复面积统计

Fig. 6 Statistics of wetland damage and restoration in county-level administrative unit during 1995-2015

图7 1995-2015年湿地受损类型的水体面积变化

Fig. 7 Change in water area of different wetland damage types from 1995 to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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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1995-2015年间，5种受损类型区域内的水体均呈先增加后减少的趋势，至2003年的

水体面积最大，其中1995-2005年间，水体呈增加趋势；2005-2010年间，水体呈退化趋

势；2010-2015年间，水体基本保持不变。

1995-2015年间，保持不变、轻微受损、严重受损的区域内水体均有所退化，其中保

持不变湿地类型的水体面积减少量为 336.77 km2，占 1995年该区域水体的 10.1%，其水

体退化的主要原因是湿地生态系统退化，使得稳定的湿地区域面积减少；轻微受损湿地

区域的水体面积减少量为 36.62 km2，占 1995年该区域水体的 24.06%，主要由于是建设

用地、旱地侵占水田导致的；严重受损湿地区域的水体退化最为严重，水体面积其减少

量为49.38 km2，占1995年该区域湿地水体的37.1%，主要原因是建设用地、旱地侵占功

能湿地。轻微恢复、明显恢复的区域内水体有所增长，其中轻微恢复区域的水体面积增

加了30.91 km2，占该区域水体的19.28%，水体增长的主要原因是水田转为水库坑塘以及

旱地转为水田；明显恢复的区域内水体面积增加了 3.27 km2，占 1995 年该区域水体的

3.95%，该类型水体增长主要是由于非湿地转为水库坑塘引起的。对比分析武汉城市圈湿

地变化特征，发现水体的退化与增长特征与湿地退化与恢复的变化特征相似。

近年来，武汉城市圈的湿地受人类活动与气候条件的影响，不同区域的水体出现了

退化或增长的现象。为此，本文选择了 4个典型区域，使用 1995年、2000年、2005年、

2015年的年最大水体淹没范围，分析水体的时空变化模式，如图8所示。沙湖和南湖位

于武汉市，属于城中湖，20年来，水体的变化以退化为主，其中 1995-2005年间，水体

图8 1995-2015年典型区域的湿地水体变化空间分布

Fig. 8 Water change map of wetland in typical area during 1995-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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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退化最为严重，水体退化的主要原因是建设用地侵占湖泊。梁子湖地跨鄂州市和武

汉市江夏区，水体的变化类型包括了退化水体和增长水体，1995-2010年间，水体的变化

以增长为主，其原因是降雨的增加引发了洪水，使得湖水面积增加[18]；2010-2015年间，

水体的变化以退化为主，其原因是附近人类活动增加，农田侵占了湖泊湿地。木兰湖位

于黄冈市的山区地带，属于自然湖泊，水体的变化以增长为主，其中1995-2000年，水体

以退化为主；2000-2005年间，水体以增长为主；2005-2015年间，水体基本保持不变，

木兰湖的水体变化主要原因是降雨量、温度等自然因素导致的。

2.4 武汉城市圈湿地受损驱动因素分析

在Logistic回归建模前，使用容忍度（Tolerance）和方差膨胀因子（VIF）诊断自变

量之间的多重共线性，统计结果发现：10 个驱动因素中，GDP （VIF=7.34） 和人口

（VIF=7.47）的方差膨胀因子大于 3，而其他驱动因子的VIF都小于 3，表明GDP与人口

之间存在多重共线性。为此，选择了GDP与其他 8个因子再次进行共线性诊断，发现 9

个自变量都满足Tolerance>0.1 & VIF<3的条件，即 9个变量之间不存在显著的多重共线

性。然后将 9 个驱动因子全部导入 logistic 模型，模型的 Homer-Lemeshow 检验结果表

明，其P值不小于检验水平，即P=0.083>0.05，说明模型的拟合精度较好。此外，模型

的分类精度达到了87.3%，表明构建的回归模型能够可靠地模拟湿地退化风险。在Logis-

tic回归模型中，常使用显著性水平（P值）分析每个驱动因子是否具有统计意义，即P<

0.05的自变量具有统计意义，反之则不具有统计意义。使用P值筛选具有统计意义的驱

动因子如表4所示。

Logistic模型中，Wald χ2 常常用于评估每个自变量（x）对于因变量的（y）的影响

程度[24-25]，即 Wald χ2 值越大，对应的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程度越大。根据Wald χ2

值，建设用地、降雨、GDP是影响湿地受损风险的主要因子，其中建设用地对湿地受损

风险影响最大。对于建设用地因子，建设用地区域的湿地受损风险是非建设用地区域的

6.125倍，其原因是随着都市圈的经济与工业发展，人们对于建设用地的需求量增加，武

汉城市圈出现了围湖造田、水田湿地被侵占的现象，湿地面积大量减少[19]。降雨与湿地

受损风险呈负相关的关系，即降雨每增加 1 mm，湿地受损风险降低 0.4%，其原因是降

雨量的增加使得湿地生态系统的水量增加，改善了湿地生态环境的质量。GDP与湿地受

损风险呈正相关的关系，即 GDP 每增加一个单位 （103 元/km2），湿地受损风险增加

2.8%，其原因是某一区域的GDP越大，人类活动对该区域湿地生态系统的干扰强度也就

表4 1995-2015年间湿地受损的Logistic回归模型拟合结果

Table 4 Fitting results of Logistics regression model for wetland damage in 1995-2015

变量

HL=13.941，P=0.083

年平均降雨量

年平均温度

坡度

距主要公路的距离

建设用地

GDP

估计量( β )

-0.004

0.798

0.045

-0.011

6.125

0.028

标准误

0.000

0.289

0.016

0.004

0.241

0.004

Wald χ2

75.668

7.607

7.705

9.209

645.063

43.971

P值

0.000

0.006

0.006

0.002

0.000

0.000

Exp( β )

0.996

2.221

1.046

0.989

457.029

1.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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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大。

距主要公路的距离、坡度、温度的Wald χ2 值较小，对湿地受损风险的影响相对较

小。距主要公路的距离与湿地受损风险呈负相关的关系，即距离每增加1 km，湿地受损

风险减少1.1%，也就是说距离主要公路越远，湿地受损风险越低，其原因是距离主要公

路越远的区域，人类活动就越少，湿地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就越高。坡度与湿地退化风险

呈正相关的关系，即坡度每增加1°，湿地退化风险增加4.5%，主要原因是坡度越大，其

水土保持能力和植被生长状况越差。温度与湿地受损风险呈正相关的关系，即温度每增

加1 ℃，湿地受损风险增加79.8%，其原因是温度的增加使得湿地区域的蒸腾作用加剧，

一定程度上扰动了湿地生态系统的稳定性。

3 结论与讨论

3.1 结论

本文基于1995-2015年间5期土地利用数据和连续时间序列的水体数据，探究了武汉

城市圈湿地时空格局演变与湿地受损程度，分析不同湿地受损区的水体时间变化特征，

并利用回归模型分析气象因子、地理环境因子、社会因子对湿地受损的影响。结果表明：

（1）武汉城市圈湿地类型以水田为主，其他依次为水库坑塘、湖泊、河流、沼泽

地。近20年来湿地面积呈先增加后减少的趋势，至2015年，湿地面积减少了655.15 km2。

（2）湿地受损程度识别的结果表明，保持不变的湿地面积最大，依次为轻微受损、

轻微恢复、明显恢复、严重受损。湿地受损区域主要分布在武汉市、黄陂县、仙桃市、

孝感市，主要是由于建设用地、旱地等侵占湿地导致的；湿地恢复区域主要分布在仙桃

市和武汉市，主要表现为水田向功能湿地转变。

（3）湿地受损区的水体分析结果表明，湿地保持不变、轻微受损、严重受损的水体

有所退化，其中严重受损湿地区域水体退化最严重；湿地轻微恢复、明显恢复的水体有

所增长。对比发现，水体的变化特征与其对应的湿地受损类型面积变化特征相似，因

此，武汉城市圈湿地生态环境变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湿地水体变化。

（4）湿地退化驱动因素分析表明，武汉城市圈湿地受损风险主要受建设用地、降

雨、GDP的影响，其中建设用地的影响最大；同时，距主要公路的距离、坡度、温度对

湿地受损风险也有一定的影响。该结论与孔春芳等[26]对于武汉城市湿地变化的驱动因素

研究结果一致。

3.2 讨论

湿地位于陆地和水体交错的特殊过渡带，在动植物栖息地、水源涵养、气候调节等

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水体和植被是构成湿地系统的两大要素，分析水体和植被的时空变

化特征能够有效认知湿地景观格局变化的规律，因此在今后的研究中，可以在湿地受损

程度识别的基础上，耦合植被和水体变化规律进一步深层次地分析湿地的受损与恢复；

同时，基于水体和湿地植被的提取结果确定湿地的最大范围也是湿地研究的一个重要

方向。

湿地生态系统受到自然环境和人类活动等因素的共同作用，其生态环境变化是一个

复杂的过程。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武汉城市圈的湿地呈退化趋势。但近年来，湿地生

态系统的变化较小，其原因是受到政策保护的影响，武汉城市圈致力于城市的资源节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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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环境友好型的发展道路，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开始注重了环境保护工作[27]。尽管如

此，未来几年内，武汉城市圈的湿地是退化还是恢复仍是一个不确定的问题。在下一步

的研究中，可以基于土地利用情景，综合考虑湿地保护需求及建设用地扩张的情景，对

未来城市湿地的空间格局进行预测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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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entification of wetland damage degree and analysis of
its driving forces in Wuhan Urban Agglomeration

PENG Kai-feng1,2, JIANG Wei-guo1,2, DENG Yue1,2

(1.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Remote Sensing Science, Faculty of Geographical Science,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2. Key Laboratory of Environmental Change and Natural Disaster of

Ministry of Education, Faculty of Geographical Science,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land use data of five periods during 1995-2015 and water body data of

continuous time series,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degree of wetland damage in Wuhan Urban

Agglomeration and its corresponding characteristics of water body change, and then further

analyzes the driving mechanism of wetland damage by logistic model. The results are as

follows: (1) From 1995 to 2015, the wetland area in Wuhan Urban Agglomeration increased

slightly and then decreased, and the wetland area decreased by 665.15 km2 during this period.

Wetland damage areas were mainly distributed in Wuhan, Huangpi, and Xiantao, which was

caused by construction land and dryland encroach wetland. Wetland restoration areas were

mainly located in cities of Xiantao and Wuhan, which was caused by the transformation of

paddy fields to functional wetland. (2) In the past 20 year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wetland

change are similar to those of corresponding water decrease or increase. The area of water body

in damaged wetland area decreased while that in restored wetland area increased. (3) Logistic

regression result shows that construction land, precipitation and GDP are the main factors

affecting the risk of wetland degradation, and human activities are the main forces influencing

wetland damage.

Keywords: Wuhan Urban Agglomeration; wetland damage; water body; driving fo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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